
社会调查在历史研究上的作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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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科学与其他科学有所不同
,

研究历史

必须依靠史料
,

无史料便无历史
。

固然
,

史料

并不能代替历史
,

所谓史料学就是历史学的观

点是片面的
。

所以
,

研究历史既要有充分的史

料作依据
,

又要有坚实的理论作指导
,

二者应

当是有机的结合
,

不可偏废
。

史料是多种多样的
,

有文字的
,

考古的
,

还有民间的口头传承
,

这些材料在中国传统的

史学中历来受到重视
。

司马迁作《史记》 ,

就曾

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
,

从事社 会 调 查
。

他写

《淮阴侯列传》 ,

亲自到韩信的故乡作实地考察
:

“

吾如淮阴
,

淮阴人为余言
,

韩信虽为布衣时
,

其志与众异
。

其母死
,

贫无以葬
,

然乃行营高

敞地
,

令其旁可置万家
。

余视其母家
,

良然
。 ”

他写《游侠列传
·

郭解传 》 ,

不仅面访 其人
,

并

且采纳民间传说的材料
: “

吾视郭解
,

状 貌不

及中人
,

言语不足采者
,

然天下无贤与不肖
,

知与不知
,

皆慕其声
,

言侠者皆引以为名
。 ”

他写

成《孔子世家 》 ,

则参照了考古文物的资料
: “

孔

子家大一顷
,

故所居堂
、

弟子内
,

后世因庙
,

藏孔子衣冠琴车书
,

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
。

…

… 余读孔氏书
,

想见其为人
。

适鲁
,

观仲尼庙

堂车服礼器
,

诸生以时习礼其家
,

余抵回留之

不能去云
。 ”
司马迁的《史记》 ,

为后人的史学研

究开拓了一种新的史料领域
,

因为文字的考古

的材料
,

往往为着社会和自然等因素
,

而不能

保藏原状
,

且 易于散失
,

而历史的各种遗迹
、

传说
,

却能长期地保留在民间
,

通 过社 会调

查
,

不仅能够弥补文字考古资料的缺点
,

还可

以大大扩充史料的来源
,

开阔史 学 研究 的视

野
。

是以北宋的王安石在《游褒禅山记 》中对于

实地调查的收获深有感触
,

他说
: “

古之人观于

天地
、

山川
、

草木
、

虫鱼
、

鸟兽
,

往往有得
,

以其求思之深
,

而无不在也
。

……此所以学者

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
。 ”

这可以看出古代史

家对于社会调查的重视
。

我们今天研究历史
,

社会调查更应在史料

学上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
,

不能忽视
,

特别是

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
,

民间的各种习俗风尚
、

口碑谚语
,

都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材料
,

许多问

题的探讨
,

都可以在社会调查访问当时人民的

风俗等方面得到启发
。

我曾从各地流 传 的
“

无

徽不成市
”

和
“

钻天洞庭
”

等谚语
,
来探 素 明清

时代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发展情景
。

从事社会调查
,

可以使文献的史料得到进

一步的补充和印证
。

解放前我在研究捻军时
,

发现捻军与其他农民军不同
,

就是捻军所在的

皖北
、

苏北一带土围子 (亦称坪子 )特别多
,

这

是类似中世纪封建保垒式的地主庄园
,

有不少

的捻军领袖即是土围子的主人
,

所以它和一般

以贫农为主的农民军有所差异
。

这些上围子的

遗迹有助于我们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地主经济的

特殊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新特点
。

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相当特殊而又复杂的

社会
,

它既早熟又不成熟
,

原始社会奴隶制残

余以及其他各种形形色色的东西长期保存
,

这

也需要我们从社会调查中得到证实
。

如保留至

近现代的福建等地长住娘家的习俗
,

应当说是

奴隶制残余和原始氏族制残余的相互结合而又

得到封建地主阶级的支持而存在的
,

这种例子

对于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
,

很有帮助
。

再如宗族制度的研究
,

1 951 年我在福建惠安四

区参加土地改革时
,

注意到中国的工商业者与

乡族势力的密切关系
,

城市和农村保持有极牢

固的封建宗法秩序
。

在这一带的乡 村 里
, “

族

工
”

的现象比较普遍
,

封建的族权与帮派把头
,

特别发达
,

大小恶霸
,

到处皆是
,

他们当中有

些人在乡为恶霸
,

在城市又是石 工 的 帮 派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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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
。

这些情况能使我们认识乡族势力对于中国

封建经济的千涉以及工商业经济的曲折性
,

我

们可以从社会调查中证实历史上所不能理解的

东西
。

在社会调查过程中
,

我们还可以发见许多

以往为人们所不经意的文字材料
,

如民间的族

谱
、

契约
、

碑刻
、

帐籍以及乡规民约等等
。

这

些民间文字是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第一手资

料
,

是一般文献中所看不到的
,

很值得珍贵
。

福建松溪曾留下一块宋代的交通法规碑刻
,

其

中规定道上行人必须
“

贱避贵
、

少避 长
、

轻避

重
、

去避来
” ,

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道德 规 范和

等级观念
。

又我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商

人形态时
,

较早注意到
召

族 商
” 、 “

族 墟
”
的向

题
,

但是在一般文献中较难看到具体的记载
,

我们从社会调查所得的许多家乘族谱中
,

则可

以找到有力的证实
。

试举闽西邹氏家族的族墟

为例
,

该族谱载云
:

忆昔晋乡新开公平墟
,

先辈早有以 旧 墟稍

远
,

每思自辟一区
,

便于交易
,

然托空言未 果举

行
。

至乾隆戊戌岁之十一月十八日始议
,

一 倡百

和
,

众心齐一
,

而十九日即起墟场
,

赴集 如云
。

此时开墟之项
,

胜公房使费一半
,

我敷 公房
、

礼

崇房
、

雄公
、

希孟公
、

永生公使费一 半
。

至乾隆

壬子之春阅族仓议
,

欲于公平城建造夭后 宫
,

我

四公子孙邀礼衡公子孙入墟
,

叩之即欣然乐 从
,

则我四公开妓
,

前用之项照依五 股 派还 四 公自

得
,

当众交讫
。

嗣后公平墟墟场墟 祖
,

胜公房子

孙分收墟祖一半
,

敷公房
、

礼 崇
、

礼 衡公
、

雄

公
、

希孟公
、

永生公五公子孙分收墟租一半
。

这些材料
,

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乡族势力

对于商业活动的积极控制
,

使得中国市场的成

立
,

有很多不是单纯的建筑在商业和自由的手

工业上面
。

再如明清时期商业组织中出现的伙

计制度
,

我们曾从文献记载中看到徽州商人
、

山西商人的例子
,

在社会调查中
,

发现在闽西

商人中
,

也有类似的现象
, 《连城李氏族谱》传

记载云
:

(其垣公 )公讳廷翰
,

字振飞
,

冀垣其号也
。

祖为国学生
,

父为邑摩生
, … …二子不能卒读

,
`

乃贸于虔
。

翼垣公为人会计
,

以信义闻
,

其东道

主欲升为伙计
,

而公不肯并立
,

仍居其摘
一

F
,

所

积亦余裕矣
。

迫年周甲
,

援例从九职衡
,

乃许为

管鲍而分金
。

我在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租佃关系时
,

即首先

从民间契约入手
。

近年来
,

又注目于中国封建

社会的耕畜租佃问题
,

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

社会调查搜集而来的资料
。

在传统牛耕的农业

社会里
,

耕畜的租佃和交易无疑是一个相当重

要的问题
,

然因文献记载的欠缺
,

史家们很少

注意及此
。

我们通过社会调查
,

搜集到一批农

村耕畜租佃和交易的契约文书及有关材料
,

有

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探讨
。

根据福建华安的

调查材料《旧华安四富列传》 ,

其中有邹牛者
,

原名邹旺木
,

以出租耕牛致富
, “

其法以 耕牛

出租给缺牛的人家
,

每头牛年收 田 头 谷 八百

斤
,

母牛生下犊儿
,

主客对分
。

如此
,

牛只年

年增加
,

邹氏除收租放贷外
,

拥有大小牛九百

头
,

邦都
、

文华
、

下垄
、

马坑
、

和春等地农民

都租喂他的牛
,

他在各村设有谷仓
。 ”

可见蓄养

出租耕畜
,

是地主们积蓄财富的 一 条重 要途

径
,

殊值注意
,

对于我们裸讨中国封建廿会晚

期地主经济的各个侧面
,

很有帮助
。

深入城乡进行直接的和间接的社会调查
,

其收获将是多方面的
,

它能够从各个角度
,

扩

大史料学的范围
,

开拓我们的史学研究领域
。

不仅如此
,

社会调查对于现实社会的研究
,

也

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
,

现在农村中还有一些旧

社会的不良残余物
,

我们通过社会调查
,

便可

清楚地了解到这些不良残余的历史渊源及共危

害
,

从而能够更冷静地认识现实和改造社会
。

因此
,

我一向主张
:

史学工作者不能单纯

地从史学角度去研究历史
,

应当以更广泛更深

入的眼光来搜集资料
,

积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

有机联系
,

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
,

充分发挥社

会调查的重要作用
,

扩大范围
,

促进历史科学

的研究进一步深人下去
。

一本稿承陈支军同志协助补充
,

整理成文
,

特此致谢
。

衣凌附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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